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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自愿移民村落的乡土关系重建

——江西德兴贺村调查

朱启彬
*1

在工程项目建设中通常会产生大量非自愿移民。在必须对移民进行异地安置时，集中安置方式因保持了村落既

有的乡土关系而被认为更有利于移民的生存与发展。事实上，非自愿移民村落的乡土关系也经历了一个重建过程。

在对乡土关系进行探讨的基础上，本文结合贺村的发展历程指出：迁移初期，贺村和周边安置地村庄相互区隔，乡

土关系呈断裂状态。经过村落共同体、区域移民共同体的构建及与迁出地之间的社会交往，贺村移民的乡土关系得

到整合、扩展与重构。乡土关系的重建使得移民能够从村落外部汲取发展机遇与发展资源，进而促进村落的社会经

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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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加快了经济建设的步伐，诸如水利水电、矿山油田、公路机场等公共设施与基础设

施建设不断得到加强。在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和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的同时，这些工程项目也产生了大量非自愿移民。所谓非自愿

移民，一般指的是由于各种自然灾害、重大工程建设等原因而失去土地，或因房屋倒塌及征地拆迁需要搬迁安置的人群。
［1］

2000

年时，我国的各类工程移民人数便达 4000 万，至 2012 年这一数字已变为 7000 多万。
①
我国的非自愿移民不仅数量大，而且呈

现出快速增长的态势。

非自愿移民带来了各种社会问题。在迁移后，这些移民不得不面临原有的社会组织结构发生改变、初级社会关系网络遭到

破坏、既有文化特征遭到削弱等问题。
［2］

移民使得社区解体，影响了社会的持续性和凝聚力，并削弱其统一性。
［3］

因此，非自

愿移民的社会整合成为移民社会重构和发展的核心议题。
［4］

能否融入安置地的生产生活环境，成为移民是否“能发展、能致富”

的关键因素。

不同的安置模式影响了移民与安置地之间的社会整合。在环境容量允许的条件下，政府多采用就地后靠的方式来安置移民，

避免移民的生产生活环境产生较大变化。但有些大型工程项目的建设所涉范围较广，波及移民较多，不得不对移民进行远迁安

置。相较于后靠安置，远迁安置移民的社会适应更加困难。他们的耕作方式、饮食习惯、婚丧风俗、民间艺术及方言等社会文

化环境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
［5］

，既有社会网络被破坏得更为严重。因此，在对远迁移民进行安置时，如果条件允许则尽可

能采取集中安置的方式，以便维护其既有的社会支持网络。

在江西省德兴市贺村调查时， 我们发现虽然远迁移民的集中安置有利于维持既有的社会关系网络，却不利于移民与安置地

居民之间的融合。无论在经济交往还是社会交往中，移民与安置地居民之间似乎都存在着一条无形的界限。调查中，一位安置

地居民总结二者之间的关系时，更是声称：“我们（安置地居民）是我们，他们（移民）是他们。”而移民也特意强调安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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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与其不同，甚至在村口建起了一座书有“移民村”字样的牌坊以强调自身的特殊性。但贺村村民在无法有效融入当地生产

生活环境的情况下， 仍然获得了较好的发展机会， 人均收入高于周边安置地居民。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通过调查我

们发现，贺村的村落乡土关系经历了一个重建过程，这使得贺村移民能够从周边其他移民及相对较发达的迁出地获取发展资源

与发展机遇。

长久以来，在中国农村地区，人们的生产生活需围绕土地展开。费孝通认为，从基层上看，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土”

的基本意义是指泥土，乡下人离不了泥土，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方法。直接靠农业来谋生的人是粘着在土地上的。土是无法迁

移的，这就决定了农民的生产生活也被固定于一定的区间范围内。所以，乡土社会中，人具有不流动性，乡村里的人也和他们

既有的土地相连，一代一代下去，不太有变动。同时，乡土社会的生活又是具有地方性的。村民的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

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乡土社会人口的不流动性与空间的地方性决定了村落是一个没有陌

生人的熟人社会。
［6］（P6-9）

周晓虹则认为，在血缘和地缘背后还有某种更为基本的东西，这就是由农耕或“种地”的要求产生的

择地定居或曰乡土关系。乡土关系涉及的不仅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 它还包括了人与自然即农民与其耕种的土地之间的关

系，它的外延要大于仅仅作为一种社会关系而存在的地缘关系。
［7］

如此，虽然人群不变，但乡土关系也因土地的改变而发生改

变。陈阿江在考察迁移对城镇商户的影响中进一步指出，农民及城镇商户虽然搬往新城， 但他们之间原有的乡土关系则未能随

迁， 他们之间的业缘关系遭到改变。陈阿江将乡土关系视为农村社会中与农业及典型的农村生活关联的社会关系。［8］随着

社会的发展及人口的流动，乡土社会的不流动性逐步减弱、地方性的边界也日益溢出单个村落的范围，乡土关系的内涵随之得

以扩展，不仅包含了传统的血缘关系及地缘关系，还包含着基于血缘或地缘而产生的业缘关系。乡土关系仍是产生于熟人社会

内部，基于乡土性的内核没有发生变化。因此，可以将基于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而形成的血缘关系、地缘关系以及基于此而衍

生的业缘关系通称为乡土关系。

二、被区隔的移民村：贺村乡土关系的断裂

贺村是一个有着两次搬迁经历的移民村落。因新安江水电站建设，贺村于 1959 年从浙江淳安县迁移至浙江开化县。后因人

均土地少，生活难以为继，移民与安置地居民之间关于生存资源的不间断争夺也使得双方矛盾愈演愈烈。1970 年，在浙江与江

西两省共同努力下，贺村又从浙江省开化县二次迁移至江西省德兴县。迁移至德兴时，贺村有移民 46 户，共 234 人，他们以集

中建队的方式单独成立为一个生产队，从安置地分得水田 306 亩、旱地 80 亩、荒山坡 120 亩、山林 150 亩。距离安置地村落相

对较远的土地把贺村与周围安置地村落从地理空间上区分开来。

贺村的土地远离周边安置地村庄。安置地居民在进行土地的划分时，多把离村落较远、耕作不便的土地划拨给贺村。贺村

所分到的 306 亩水田为山坞中的一方田，距离周围最近的安置地村落有 3公里左右，三面被群山环绕，与外界相连的仅有一条

铺着青石板的田间小道。150 亩山林则与水田相连，同样远离安置地村落。旱地位于安置地村落与水田之间，距离安置地村落约

2公里左右，离水田则有 1公里左右。荒山坡毗邻旱地，原是一片废弃的坟场。

贺村的村址远离周边安置地村庄。居住地靠近田地有利于于农业生产的开展，因此村落土地所处的位置也一定程度上决定

了村落的选址。贺村村民在 1970 年初搬迁过来时，由于安置经费无法按时到位，不能立即建房组建村落，移民多被临时安排在

安置地居民家中居住。这段时期内，移民每天都要早早起床走上半小时的路程才能到达耕作地点。农田所需肥料及田间收获的

运输更是增加了移民的劳动量。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和大多数村落一样，移民也想尽可能使居住地靠近田地。当 1971 年安置

经费到位后，贺村村民便着手建设属于自己的房屋。建房首先要选址，在可能的三个地址中，移民选择了靠近水田而远离当地

居民居住区的山林边兴建房屋。这样，贺村村落所处位置也相对远离了周边的安置地村庄。

地理空间上的相对分离使得贺村与周边安置地村落的社会空间距离拉大， 双方在社会交往上联系较少。

首先，在农业生产中贺村与安置地村庄的联系较少。贺村迁移至江西德兴初期，我国仍处于人民公社时期。在当时“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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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队为基础”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下，贺村作为一个独立的生产队，其生产主要围绕所分得的土地展开，与周围村落在

农业生产上相对独立。加之土地位置相对远离安置地村落，贺村移民和安置地居民之间在农业生产上无法建立足够的联系，处

于一种相对隔膜的状态。

其次，在日常生活中，贺村与安置地村庄的联系也较少。二者日常联系的缺少，可以通过相互之间的通婚状况得以体现。

贺村移民对于安置到德兴后能否生活下去仍无信心。虽无资料可查，但很多移民都认为国家是允许他们移民三次的，如果生活

难以为继他们准备进行再一次搬迁。在第一次移民至浙江开化的 10年间，很多贺村移民的女儿嫁给了开化的安置地居民。但当

再次迁移时，这些已和当地居民结婚生子的女儿不可能随着父母继续迁移，因而造成了父母与女儿两地相隔的局面。为了避免

同样的情况出现，贺村移民尽量避免把女儿嫁给安置地居民。同理，安置地居民也不愿把女儿嫁入贺村。根据 2016 年调查时的

统计数据，1970 年贺村有未婚男 67 人、未婚女 61 人。这些人中，后来与安置地居民通婚的只有 12 男、8女，占所有未婚人口

的 15.6%。

最后，地理空间与社会空间的隔离使得贺村与周边安置地村庄在乡土关系上相互区隔。在地域空间上，贺村虽与周围安置

地村落相距不远，但因缺乏有效的生产生活联系而处于相对隔膜的状态，缺乏因地缘而兴起的联系。在贺村迁移至江西德兴前

期，对粮食及农业生产的强调使得村落的主要生产围绕农业展开，这时贺村与周围安置地村落便无业缘关系存在。贺村与周围

安置地村落无法实现相互间的大量通婚，也缺乏基于血缘关系的有效联系。及至后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兴起，贺村出现了一批

专门种植蔬菜的专业户，但这些专业户在售卖蔬菜时也多选择前往相距 15 公里左右的铜矿职工生活区而非相距仅 3公里左右的

镇属集市。在 2016 年的调查中，贺村村内共有蔬菜种植专业户 5 家。这 5家均把所产蔬菜销往铜矿生活区，只有 1户中的妻子

偶尔会去镇属集市售卖蔬菜，而此人乃是由安置地村落嫁入贺村的。

由上观之，虽然时间经过近半个世纪，贺村与周围安置地村落仍然处于相对隔膜的状态，双方之间缺乏血缘、地缘与业缘

上的普遍联系。贺村村民与安置地居民之间处于一种相对隔膜的状态，因此双方在乡土关系上无法进行有效整合。

三、村落共同体的构建：贺村内部乡土关系的整合

贺村与周边安置地村落在乡土关系上处于相对隔膜状态， 这种区隔使得贺村的乡土关系向内收缩，村落内部的乡土关系也

因此得到加强。当迁移至一个陌生的环境中时，村庄往往选择自我“封闭”，变成一个与外界相对隔绝的共同体
［9］

，这种村落

共同体的形成有力地促进了移民内部乡土关系的整合。这种村落内部乡土关系的整合主要表现为通过共同的农业劳作使得移民

生活得以改善、村落内部相互通婚的数量增多，基于地缘和血缘的共同生产生活使得贺村移民之间的关系得到加强。

首先， 人民公社时期的生产队共同劳作使得移民之间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形成了相互协作的传统。在搬迁初期，贺村村民把

主要的精力放在了低产田的整治及水利设施的改善上。迁移后的五年中，村落通过开挖沟渠、回填土方等措施，改造了冷浸性

低产田 215 亩、深脚陷阱田 25 亩、浅脚黄泥结板田 32 亩，平整改造 120 亩荒山坡。对土地的改造需要村民间的相互协作，男

劳动力分组负责挖渠、填土等重体力活，女劳动力则分组负责积肥、平田等较轻的体力活。分田到户后，这种农业生产中形成

的相互协作关系仍得到很好的延续。

其次，在迁移至江西德兴后，贺村移民内部通婚现象明显增加了。贺村是一个主姓村，刚搬迁至德兴时的 46 户移民中有孙

姓 17 户、夏姓 10 户、胡姓 9 户、陆姓 4 户，祝、周、余、叶、朱、徐姓各 1 户。其中，祝、朱两户以入赘的形式进入本村，

周、叶两户则是随姐姐迁入本村，而余、徐两户则是由其他地方迁入。移民前，贺村村内通婚现象便已存在，但不是普遍现象。

在 1970 年搬迁至贺村的 46 户居民中村内通婚仅有 7 例，且这 7 例中还有 4 例是在第一次移民至浙江开化之后产生的，在移民

前村内通婚实为 3 例。但在迁至德兴后，村内通婚逐步增多。1970 年，贺村有 128 位未婚男女，这些人中后来实现村内通婚的

达到 17 对，占所有未婚人口的 26.6%，相较于迁移至江西德兴前这一比例明显上升。在宗亲和姻亲的双重关系下，贺村村民相

互之间成了“一家人”。张三家和李四家不是存在宗亲关系便是存在姻亲关系。通过村内通婚，贺村移民之间的血缘关系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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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

最后，贺村作为一个移民重建的村落，村民内部在生活中的联系也较以往更为紧密。刚迁移至江西德兴时，村民还与安置

地居民混居。在每天的劳作中，移民需要走很远的路程才能到达田地。于是村民在山坞内的水田边临时修建起一栋土坯房作为

食堂，以解决每天的午餐问题。不同于以前的生产队食堂，在这个食堂内每户人家需要自己从家中带米来蒸饭。在吃饭时参加

生产的移民便统一到食堂领取自家带来的饭菜。这种情况下，移民在吃饭时便会相互交换一些带来的饭菜，让彼此间的关系更

加亲密。在这种场合，每家的生活状况也是公开的，谁家吃得好谁家吃得差一目了然。对于那些吃得差的人家，有条件的村民

则会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这种联系紧密的乡土关系，在以后的村落重建过程中再次得到强化。在 1971 年至 1973 年的村落房

屋重建过程中，生产队规定了每栋房屋的建筑面积，普遍的形式是三间正房一间厨房，三间正房约占地 70平方米，厨房连同猪

栏占地约 20 平方米。建设时，每户先在规划好的地基上建好厨房。及至厨房建好便从安置地村落内搬入居住，而后开始修建正

房。正房的修建需要大量的劳力，单个家庭无法在短期内完成此项任务，这需要亲属及邻里间的相互帮助。虽然大家都有建设

自己新房屋的需求，但生产队通过抽号的方式确立了房屋的建设顺序。如果轮到谁家开始建房时，其余的人家则会前去帮助建

房。在建房的过程中，生产队把村中男性劳动力分成烧瓦队、泥工队、伐木队、木工队等，女性则负责烧水做饭的工作。这样

的建房方式使得原本守望相助的邻里关系得到加强，从而推进了房屋的建设速度。

在缺乏变动的社会里，血缘关系构成了稳定的基础。血缘社会就是想用生物上的新陈代谢作用，去维持社会结构的稳定。
［5］

（P69）
由于村内通婚现象的普遍存在，村内的血缘关系得到增强。这使得贺村内部的社会结构相对稳定，反映在地缘关系上则表现

为邻里间的相互帮助现象较为常见。而业缘关系也随着血缘与地缘关系的紧密联系得到增强。在贺村，先富起来的人总是愿意

带动周围后富的村民进行发展。如村内种植蔬菜的专业户有 5户，进行专业苗木种植的有 7户，他们均是在一户先富起来的村

民带领下发展起来的。在外部乡土关系无法有效建立的情况下，通过村落共同体的建构，贺村内部的乡土关系得到有效整合。

四、区域移民共同体的构建：贺村乡土关系的扩展

新安江水电站建设产生了近 30 万的非自愿移民， 其中电站中心区浙江淳安县便有移民 264842 人
②
。二次迁移至江西德兴

的移民有 1349 户，共 6452 人，这些移民被安置在德兴的 10个公社的 48 个生产大队的 127 个生产队内，独立建队的移民仅有 2

个生产队。
③
这些移民虽来自淳安县不同区域，但在首次迁移至浙江开化时多被安置在马金、音坑两个公社。贺村安置地所在公

社更是以来自马金公社的移民为主。该公社在 1970—1971 年间安置新安江水电站移民 177 户，共 870 人，他们被分散安置在 3

个生产大队的 26 个生产队中，其中只有贺村移民单独建队。经过在浙江开化 10 年的共同生活，这些在地缘上相对接近的移民

相互之间建立了广泛的联系。

二次迁移后，由于农业劳动以生产队为单位开展，移民间的相互交往便多依赖于亲缘关系的建立。在姻亲关系上，虽然在

二次迁移后贺村村庄内部通婚现象有所增加，但相对较小的村落人口规模使得通婚圈势必要扩展到更大的区域。在不愿与安置

地居民通婚的前提下，贺村村民与相对熟悉的安置在周边村落内的移民通婚变成必然。在 1970 年贺村 128 名未婚男女中，后来

和周边村落内移民实现通婚的有男性 41 例、女性 26例，这一数字占到当时全部未婚人口的 50%以上（见表 1）。基于地缘关系，

不同村落移民间的相互通婚使得移民之间的亲缘关系得到加强。

表 1 贺村未婚男女（1970 年）成年后的通婚圈情况表

男 人数 女 人数

娶本村女 17 嫁本村男 17

娶外村移民女 41 嫁外村移民男 26

娶安置地女 12 嫁安置地男 8



5

娶浙江女 2 嫁浙江男 3

未 婚 2 —— — —

合计 67 合计 61

数据来源：《德兴市新安江移民志》及实地访谈资料。

市场经济时期，基于共同地缘下亲缘关系的加强，贺村与周边村落移民之间的业缘关系获得迅速发展。如贺村最大的苗木

培育户便是凭借着亲缘关系发展出业缘关系。2016 年，贺村最大的苗木培育户种植桂花树 40 余亩。在桂花树苗行情较好的 2008

年至 2013 年间，该户平均每年可收入 15 万余元，但该户最先种植桂花树的想法与技术来自于户主的姐夫。

我姐夫是附近村的，也是新安江移民。1994 年以前我家主要是培育茶树苗进行出售，但在 90 年代初期，随着茶叶种植规模

的缩小，茶树苗变得越来越难销出。我姐夫便建议我培育桂花树苗试试。他那时知道如何培育桂花树，但培育的桂花树并不出

售，主要用于自己家栽种观赏， 我从他那里学会如何培育桂花树后便开始慢慢发展起来。（资料来自于 2016 年 9 月 20 日对贺

村老陆的访谈）

业缘关系的发展进一步加强了移民之间的乡土关系。因种植桂花树，老陆的家庭收入得到提高，于是村内人开始纷纷效仿。

由于种植桂花树的效益较好，老陆的桂花树苗供不应求。除了自己种植外，他首先选择把桂花树苗卖给本村人。若有剩余便选

择卖给其他村落内相对较为熟悉的移民，这样周围村落的部分移民也开始从老陆家买进桂花树苗进行栽种。

随着老陆桂花树苗种植面积的进一步扩大， 周围安置地村落的居民也能从老陆家买进桂花树苗。但因桂花树行情的走低，

安置地居民种植桂花树没有赚到钱。他们高价买进的桂花树苗经过三五年的种植，在出售时却卖不上价格，有的甚至只能收回

买桂花树苗时的成本。安置地居民认为钱都被老陆赚走了，他们只是在帮老陆种植桂花树而已。这种状况进一步凸显了贺村村

民与周边移民的乡土关系。

村落乡土关系在有必要扩展时，首先选择与村落外部的移民建立联系。来自于共同的迁出地使得贺村村民与周边移民相对

熟悉，这种地缘关系也促进了二者之间的相互通婚。因循相互之间的通婚，贺村村民与周边移民建立了基于血缘关系上的联系，

这种联系也强化了二者之间在业缘关系上的发展。基于移民生产生活的需要，在迁移至德兴后不久，移民之间在全县范围内成

立了非正式的移民协会，并一直延续至今。这种移民间共同体的构建促进了不同村庄移民在乡土关系上的联系，扩大了移民的

市场信息和技术等的来源渠道，促进了移民的经济社会发展。

五、与原乡的社会交往：贺村乡土关系的跨省重构

贺村经过两次迁移后虽与原迁地分属不同省份，但地理上的距离并没有隔绝两地之间人们的交往。在发展过程中，贺村不

断从工农业发展状况相对较好的迁出地获取发展资源，经济上的交往也增加了双方的社会联系。在生产生活中，贺村与迁出地
④

之间的乡土关系也得以维持与发展。

在农业生产上贺村与迁出地存在着广泛联系，贺村在人民公社时期便从迁出地获得农业肥料。贺村村民原居于浙江淳安县，

地处杭嘉湖平原，农业相对发达，而迁入江西德兴后生产条件与迁出地相比较差，分得的水田多为低产田。对低产田的改造成

为贺村发展农业生产首先要解决的问题。除了广积土粪肥之外，要提高土壤肥力还需要施用适量化学肥料。但化肥在贺村刚迁

入德兴时期属于稀有物品，1967 年时德兴县化肥的供应量为 222.39 吨，平均每亩耕地仅合 9.2 公斤。
⑤
随后的一段时期内，德

兴县化肥供应量的增长也极为缓慢。与此同时，浙江开化县的一家国营化工厂却在生产过程中产生了大量废水，这种废水中含

有的氨水可以肥田。贺村村民几经周折，在一个初次移民时期嫁在开化县的本村移民帮助下，获得了从厂里拉走废水的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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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产田的改造是粮食增产的基础，要想提高粮食亩产量还需要好的种子。德兴县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普遍施用的稻种多

为农家品种， 这些品种不仅产量相对较低， 而且在施用氨水后易倒伏。而在 20世纪 60 年代杭嘉湖地区便开始推广了良种“农

垦五八”，此品种表现出耐肥、抗病、耐寒、高产等特征，一般亩产 700 斤左右，丰产田亩产可达 850 斤以上。
［10］

1971 年，贺

村村民通过熟人帮助，用全国通用粮票从淳安县换回 80 余斤“农垦五八”稻种。至 1975 年，贺村水田普遍种植了“农垦五八”，

粮食亩产得到大幅提高，当年贺村年终分红居全公社之首。

在生活中，贺村与迁出地之间也存在广泛联系。早在二次迁移初期村落内建房时，贺村村民便从临近的浙江常山县请来了

建房师傅帮助建房。20世纪 60 年代初期江西德兴的农村居民住房多以板木结构为主，用木料搭起房屋框架，墙壁则多用木板或

竹篱围成。这和浙江淳安传统的土木结构房屋区别很大。在刚迁入江西德兴时，贺村村民建房多为传统的土木结构“干打垒”

的泥坯房。这种房屋用石料或砖块砌基，然后用黄泥垒成外墙。当村落开始建房时，便需要从外部请进诸如木工、泥水工等技

术人员。由于在房屋结构上的差别，贺村在邻近的安置地居民内很难找出操作熟练的建房工人，不得不从浙江常山请来各类建

房师傅。

通婚关系的维系则进一步加强了安置地与迁出地区域的社会交往。在开化的 10 年间，贺村村民与周边村落的居民相互通婚

还是常态。许多贺村的女性在此期间嫁给了开化当地居民。当贺村进行二次迁移时，这部分人员大多随婚后家庭留在开化。这

一情况使得贺村与迁出地之间始终保持着血缘上的联系。在贺村 1970 年的未婚男女中，后来与迁出地居民实现通婚的仍有 5 例。

与迁出地之间的联系给贺村带来了较多的发展机遇，两地之间基于业缘的联系逐步得到建立与加强。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浙江的工商业较为发达，很多家庭开办了私人工厂。而江西的工商业相对落后于浙江，很多江西人开始到邻近的浙江打工。基

于血缘上的联系，贺村村民在寻找工作时倾向于到浙江的亲戚家工厂做工。如老夏的姐姐嫁在开化后于 20 世纪 90 年代末建起

了灯泡加工厂，后来老夏和弟弟两家人便去姐姐的工厂打工。随着产业的升级及规模的扩大，老夏姐姐家的工厂如今开始生产

节能灯。老夏和弟弟两家人便从事相关零部件的加工，开始拥有了自己的加工厂。在加工厂规模扩大后，老夏又进一步从贺村

请来几位村民。

由于在血缘上及文化上仍与迁出地存在各种联系，贺村的乡土关系也随之延伸至迁出地。两地间的联系实现了双方的资源

互补，尤其是贺村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一方，从迁出地获取了不同种类的发展资源，促进了贺村的经济发展。

六、结语

贺村作为二次迁移的非自愿移民村落，其在土地资源上与安置地村落相比处于劣势，与安置地村落乡土关系上的区隔进一

步限制了发展资源上的汲取。但作为集中安置的村落，贺村村落内部的乡土关系在面临外部压力时得到加强。在村落的发展中，

村内通婚的增加更使得村民相互间的血缘关系得到增强，邻里间在农业生产与日常生活中的联系更加紧密。通过村落的重建及

土地的整治等活动，彼此间的联系得到巩固。在外部资源的获取上，村落移民凭借血缘与地缘上的关系，首先选择与同迁移民

进行互动，分享发展信息，增加双方在业缘上的联系。作为从相对发达地区迁往欠发达地区的村落，贺村依据血缘关系与地缘

关系优势，不断从迁出地获取各类支持来促进村落发展。

在贺村的乡土重建过程中，村民以原有的乡土关系为基础，血缘关系的扩展仍在基于地缘关系形成的熟人社会内部扩展，

因此村内通婚以及与周边移民的通婚现象较为普遍。而地缘关系则随着血缘关系的扩展在移民间被重新形塑，形成了基于移民

身份而形成的共同体。基于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而形成的业缘关系在移民内部实现了信息共享， 与相对发达的迁出地之间的联

系则进一步彰显了这种联系。

目前，我国非自愿移民更多的是从欠发达地区迁移至相对发达地区、从农村地区迁往城镇，此类非自愿移民采用何种安置

方式更有利于其社会经济发展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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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数据详见：2012 年 10 月 10 日中国科学院科发学部［2012］141 号文《中国科学院关于呈送〈关于加强移民工程学科建

设和相关科研工作的建议〉的报告》。

②数据来源于《新安江水电站志》（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74 页。

③数据来源于德兴市新安江移民志编纂委员会所编《德兴市新安江移民志》（2011 年版），第 73 页。

④由于新安江水电站建设淹没了大量土地，贺村的原迁地已沉入千岛湖底。这里的迁出地所指的是与贺村有着相似生产生

活习惯及文化传统的浙西地区。

⑤数据来源于《德兴县志》（光明日报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42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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